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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通过劳动力流动促进人力资本跨区优化配置， 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径。 本文考察劳动力跨区流动如何影响企业的生产率， 研究发现， 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升

企业生产率， 这一效应主要由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所驱动。 具体来看， 劳动力流动对企业生

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实现， 表现为劳动力流动在提高净流入地

区企业生产率的同时， 并未降低净流出地的企业生产率， 即流入地的效率增长并不以流出

地的效率损失为代价。 进一步研究发现， 高技能劳动力流动主要通过提高净流入地区企业

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能力两个渠道提升企业生产率； 当地区具有更高的第三产业占比、

城市智能化水平和本地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时， 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作用显著更强。 本文的研究为理解经济增长动力的空间格局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视角，

对于如何引导劳动力流动以实现中国的二次人口红利， 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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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企业生产率提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载体， 受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广

泛关注。 大量研究表明， 贸易和出口 （张杰等， ２０１１）、 资源配置效率改善 （Ｈｓｉｅｈ ＆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９； 龚关、 胡关亮， ２０１３ ）、 国内技术开发和改造 （程惠芳、 陆嘉俊，

２０１４） 及其互联网和数字经济 （黄群慧等， ２０１９） 是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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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技术加工贸易 （李春顶、 唐丁祥， ２０１０） 和生产要素错配 （罗德明等， ２０１２） 则是

抑制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因素。 亦有文献关注跨国移民对创新和生产力的贡献 （Ｏｚｇ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Ｐｅｒｉ， ２０１２； Ｂｏｓ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Ｋｅｒｒ ＆ Ｋｅｒｒ，
２０２２）， 但少有研究关注国内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转移究竟对企业生产率存在何种影

响。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大幅度提升，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２１４３ 万人跃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７５８２ 万人， 年均增长率达 ６ ９７％ 。 人口和人才是一般支

柱产业和高端产业发展的保障， 大规模劳动力流动是否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企

业生产率的提升？ 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鉴于此， 本文尝试从人力资本配置视角考察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生产力效应， 并试

图回答以下问题： 劳动力跨区流动是否对企业生产率产生影响？ 如产生影响， 该种影

响通过何种机制传导？ 此外， 现有研究表明， 劳动力流动引致的生产率空间分布不均

是总体生产力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这一问题在中国是否存在？ 劳动力流动引致的生

产率空间分布不均是否会导致中国总体生产力增长困难？ 对企业生产率的关注和上述

问题的回答是当前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不仅有助于总结和评估劳动力跨区流动效应，

而且能够为各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提供证据和激励。
本文基于中国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两次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

数据， 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劳动力净流入是企业生产率

增长的重要原因， 净流入率高的城市， 企业将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增长； 人力资本水平

较高的劳动力流动是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 外来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企业生产率将提升 ７ ５３％ 。 机制研究表明， 劳动力净流入会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 但

净流出不会阻碍企业生产率。 这说明劳动力流动的生产率效应是由于生产要素配置效

率提升， 流入地企业生产率提升不会以流出地企业生产率损失为代价。 此外， 本文还

发现劳动力净流入会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水平， 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提

升。 进一步地， 城市产业结构和本地人力资本结构都将重塑外来人口流动规模和结构，

可能会对劳动力流动的生产率效应产生调节作用。 而近年来大规模的机器人进口则可

能对部分劳动力流入产生挤出效应， 亦可能影响劳动力的生产率效应。 本文也对上述

假设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 外来人力资本配置在产业结构更高级的城市、 本地人力资

本和外来人力资本形成的顶级技能互补， 以及外来高人力资本与机器人进口形成的技

能互补， 都能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但是， 本文的结论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 例如选取学历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

忽略了外来劳动力的能力和技能。 也可能存在双向因果问题， 例如城市生产率高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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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越多， 越能吸引更多的外来劳动力流入。 为缓解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

问题， 参考 Ｇｉａｎｎ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的研究， 本文选取各城市不同时点颁布的人才引进政

策作为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的选择原因有二： 首先， 引才政策将会引导劳动力在不同

城市流动， 劳动力将根据自身能力和城市落户要求选择最适合个人发展的城市。 其次，

引才政策是政府行为， 城市层面的政策冲击对企业相对外生， 只有当引才政策发挥作

用， 扩大人力资本池子后， 才会影响企业表现， 且中国引才政策并非集中在生产率最

高的城市。 本文研究发现工具变量回归与最小二乘 （ＯＬＳ） 结果无显著差异， 主要研

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本文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本文从国内劳动力跨区流动视角

切入， 丰富了移民与生产力的相关文献。 大量文献探讨了国际移民通过知识溢出、 技

能协作及移民多样性效应， 有效提升了流入国生产力 （Ｏｚｇ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Ｐｅｒｉ， ２０１２；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Ｋｅｒｒ ＆ Ｋｅｒｒ， ２０２２）。 但鲜有研究关注发展中国家内部劳动力流

动的生产率效应，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流动规模最大的国家， 其流动的生产率效应也

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第二， 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低贡献背景下， 为提高微观企业生产

率贡献了经验证据。 现有研究已从出口与贸易、 资源配置效率、 信息技术与数字化、
创新与人力资本投入层面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支持， 本文则从劳动力流动视

角进一步回答如何在人口红利流逝背景下， 提升企业生产率的问题。 现有文献中，
与本文最为接近的是一项对意大利区域内生 产 率 分 布 差 异 进 行 解 释 的 研 究

（Ｃａｌｃａｇｎ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指出移民导致了南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差异， 阻碍了

意大利总体生产力的增长。 与其相同的是， 流入和流出引导了资源二次配置， 劳动力

流动是解释中国企业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但与其不同的是， 本文发现劳动力流动

不会阻碍生产率的总体提升。 流入将显著提升流入地企业生产率， 但流出并不会导致

流出地企业生产率下降， 因此， 流动有利于总体生产率的提升。

第三， 在中国人口红利流逝、 劳动力配置效率下降的背景下， 本文验证了经济质

量增长动力亟需从密集要素投入向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转变的必要性。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在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在城市

层面， 国内一、 二、 三线城市上演了一场场 “隔空对标” 的人口和人才争夺战。 国家

和城市层面的政策皆凸显了 “人” 的重要性和对人才的呼唤。 但现阶段， 中国已面临

人口红利流逝、 劳动力配置效率下降的危机， 依靠传统人口红利和生产要素投入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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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王婷等， ２０２０）。 本文提出加快劳动力流动， 实现生产要素优

化配置， 进而提升企业生产率的结论， 是对人口红利衰减危机下如何进一步实现经济

高质量增长的回应。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和理论机制； 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则是实证结果与分析； 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及展望。 其中， 第四部分包括

描述性统计、 基准回归结果、 机制检验、 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检验。

二　 文献综述和理论机制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仅关系着企业表现与产出， 也会影响到国家经济高质

量发展。 早在 １９９４ 年，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４） 便对中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提出了质疑，
指出该种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生产要素投入， 并非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改善形成的

生产率提升。 此后， 为回应上述质疑，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展开了大量研

究。 传统观点认为，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稳步增长， 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贸易

出口、 外资引进等对外开放因素 （王志鹏、 李子奈， ２００３； 张杰等， ２００９）， 以及产业

政策和政府补贴等 “有效的手” （任曙明、 吕镯， ２０１４； 钱雪松等， ２０１８）， 是中国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 除此之外， 学者们近年来发现， 教育质量改善带来的人力资

本水平提升、 研发投入和创新水平提升也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所贡献 （黄群慧等，
２０１９； 赵宸宇等， ２０２１）。 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且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亦是事

实， 原因主要是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 要素流动体制机制存在问题和要素产权不明

晰等问题 （祝宝良， ２０２０）。 因此， 研究劳动力流动是否能够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

率， 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现实意义。
在劳动力流动影响企业生产率的研究中， 传导机制可大致归纳为生产要素配置效

应、 人力资本增长效应及创新效应。 首先， 生产要素配置效应表明大城市允许更多劳

动力流入， 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在城市内自由寻找工作， 从而实现高技能劳动力在合适

岗位上的配置。 而小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较低， 没有相应工作岗位与之相匹配，
因此， 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出将减少资源错配可能 （Ｃａｌｃａｇｎ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总而言之，

流入地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缺失、 小城市对劳动技能需求低

和劳动技能供给相对较高的矛盾都可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改善， 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

高效配置。 就中国而言， 在人口红利优势衰退情形下， 引导劳动力流动进而优化劳动

力配置效率、 促进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是提升生产率的重要路径，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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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二次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 （蔡昉， ２０１８； 王婷等， ２０２０）。

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效应表明， 流动性的增加与人力资本的增加呈正相关。 人

力资本的代际传承和教育培养需要较长的年限， 且短时期内无法实现外溢作用， 因此

外部流入是实现人力资本增长的主要渠道 （夏怡然、 陆铭， ２０１９）。 高学历和高技能劳

动力倾向于流动以实现效用最大化， 更好的大学毕业生表现出更强的流动性 （Ｎａｔｈａｎ
＆ Ｌｅｅ， ２０１３； Ｆａｇｇ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在企业层面， 流动劳动力主要通过提供更多的企

业家资源和优化员工学历结构， 实现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首先， 人力资本外部

性影响企业家投入， 外来人力资本是企业家的重要来源 （ Ｇｅｎｎａｉｏ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Ｇｉａｎｎ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进一步地， Ｎａｔｈａｎ ＆ Ｌｅｅ （２０１３） 强调技术移民是 “企业家、
投资者以及工人” 的重要来源， 他们通过生产和消费两个渠道影响地区产出。 因此，

外来劳动力流入是企业一般性和高级化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 而企业综合性人力资本

水平的提高将改善企业生产率。
劳动力流动的创新效应表明， 流动劳动力在推广技术和促进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Ｋａｎｇａｓｎｉｅｍ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创新是具有不同信息集的个体之间通过个人接触，

传递知识和想法的产物 （Ｍａｒé ＆ Ｆａｂｌｉｎｇ， ２０１３）。 而劳动力流动， 通常被认为是区域

内最新知识和技能融合的重要机制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 Ｐｕｇａ， ２００４；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首

先， 外来劳动力可能体现了与当地劳动力不同的知识和技能， 高技能、 高学历的外来

劳动力会通过熟练技能、 先进技术、 知识溢出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水平 （ Ｆａｇｇｉａｎ ＆
ＭｃＣａｎｎ， ２００９； Ｈｕｎｔ ＆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Ｌｏｉｓｅｌｌｅ， ２０１０； Ｏｚｇ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张萃， ２０１９）。 其

次， 人力资本无疑是企业创新最重要的投入要素， 企业家的可获得性是企业创新活动

成功与否的关键 （Ｇｅｎｎａｉｏ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最后， 外来人口的多样性被看作是经济资产

和社会效益， 拥有多元化管理层的公司更有可能开发新产品 （Ｎａｔｈａｎ ＆ Ｌｅｅ， ２０１３）。
人口流动加速其附带的知识流动， 流入劳动力的新思想、 新技术和新产品将促进企业

创新绩效提升 （Ｂｒａｕｎｅｒｈｊｅｌ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而创新和研发投入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最重要的来源。
纵观国内外文献， 关心劳动力流动生产率效应、 劳动力国内跨区流动的文献多

集中于发达国家， 鲜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内部流动的实证研究， 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

劳动力流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则更为缺乏。 来自各国的证据也更关注劳动力

流动的创新效应， 并未从微观视角探寻劳动力流动是否会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进

而影响企业生产率。 此外， 学者大多只关注高技能、 高学历、 高知识积累的劳动力

流入， 而忽视了整体的劳动力流动可能给企业生产率带来的影响。 流入的高学历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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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扩大了人力资本池子， 增加了企业可供选择的技能工人和管理者， 并与本地人

力资本之间形成顶级技能互补 （ ｔｏｐ⁃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①， 这可能提升企业生产率。

但大规模劳动力流入形成的规模效应、 密度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也可能是企业生

产率提高的原因。 一般劳动力流入后， 与高级人力资本所形成的极端技能互补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也将促进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②。 因此， 本文关注国

内劳动力跨区流动的生产率效应， 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对企业生产率产生的异质性

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数据

本文以中国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上市公司基本特征、 财务数据来源于

国泰安数据库， 员工学历结构来源于 Ｗｉｎｄ 数据库， 高管特征数据来源于 Ｄａｔａｇｏ 数据

库。 劳动力流动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５ 年全

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引才政策根据各城市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局等网站、 百度等

主流搜索引擎手工收集。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来自地级市或省级相应的统计年鉴。 机器

人数据来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以下简称 ＩＦＲ） 和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各行业从业人员数据来自 ２００８ 年经济普查微观数据库。 根据研究

惯例， 本文剔除了金融与房地产行业的样本、 处于 ＳＴ 和∗ＳＴ 的样本、 主要变量存在缺

失值、 资产负债率大于 １ 的样本， 并对连续变量做 １％ 两端缩尾处理。 最终本文得到

３０４０１ 个企业观测值。

（二）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设计

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来识别劳动力流入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ＴＦＰ ｉｔ ＝ α０ ＋ βＮｅｔｉｎｍｉｇｉｊｔ －５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 εｉｊｔ （１）

其中， ＴＦＰ ｉｔ是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Ｎｅｔｉｎｍｉｇｉｊｔ － ５是企业 ｉ 所在城市 ｊ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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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顶级技能互补是指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协作会促进知识溢出， 产出新思想、 新产品并提高生

产率， 例如最好的律师在高级法律助理的协助下更有效率。
极端技能互补则指不同技能的人之间的搭配会产生更高的生产率， 生产率会因低技能服务的

存在而大大提高， 例如高级的律师更需要保姆协助照顾家庭以节省时间。



第 ｔ 年的劳动力净流入情况①，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包含企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和

Ｙｅａｒ 分别是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εｉｊｔ则是未观测因素。
考虑到劳动力净流入与企业生产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以各城市在不同

时点颁布的人才引进政策作为劳动力净流入的工具变量， 建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一步进行估计。 其中， 第一阶段的模型如下：

Ｎｅｔｉｎｍｉｇｉｔ ＝ α０ ＋ δｐｏｌｉｉｊ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Ｙｅａｒ ＋ εｉｊｔ （２）

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衡量方面， 结合鲁晓东和连玉君 （２０１２）、 Ｍｏｌｌｉｓｉ
＆ Ｒｏｖｉｇａｔｔｉ （２０１７） 的研究， 使用 ＬＰ 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ＬＰ 法使用资本、 劳动力和

中间产品投入估计企业总产出， 其残差便是要素投入之外， 由于管理和技术水平改善而

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 其中， 总产出、 资本投入、 劳动力投入分别使用营业收入、
固定资产净额、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衡量， 中间投入则使用营业成本、 销

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之和减去折旧摊销和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计

算。 控制函数法在企业生产率测量方面被广泛使用， ＬＰ 法、 单步广义矩估计法 （简称

“ＷＲＤＧ 法”）、 动态面板工具变量法 （简称 “ＭｒＥｓｔ 法”） 都可使用中间投入替代 “投
资” （Ｍｏｌｌｉｓｉ ＆ Ｒｏｖｉｇａｔｔｉ， ２０１７）， 并规避样本缺失及 “折旧率” 争议问题。 故本文在稳健

性测试部分， 同步使用 ＷＲＤＧ 法及 ＭｒＥｓｔ 法计算的 ＴＦＰ 作为替代变量。
在劳动力净流入的衡量方面， 劳动力流动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 由于缺

乏流动的数据， 国内学者常用常住人口、 户籍人口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等计算区域劳动

力流入 （李晓阳、 黄毅祥， ２０１４； 颜咏华、 郭志仪， ２０１５； 叶文平等， ２０１８）。 但根据

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估算劳动力流动过于粗略。 故本文结合 Ｂｏｓ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夏怡

然和陆铭 （２０１９） 等将全国人口普查或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加至宏观层面的

做法， 我们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

样调查数据中的微观劳动力流动数据加总至地级市层面②。
劳动力净流入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 将年龄限制在 １５ ～ ６４ 岁之间； 其次， 仅保留

普查或抽样调查时， 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且在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的样本；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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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以五年为间隔， 样本年份分别为：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５
年， 因此在计量回归方程中， 将劳动力净流入滞后 ５ 期。 举例而言， 我们将 ２０００ 年的劳动

力净流入数据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的上市公司企业生产率相匹配， 将 ２００５ 年的劳动力净流入数

据与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的上市公司企业生产率相匹配。
尾数逢 ０ 年份为人口普查， 尾数逢 ５ 年份为 １％ 人口抽样调查， 其他年份抽样比例仅 １‰，
存在统计偏差。



考虑到净迁移能较好反映劳动力流入的地区差异 （颜咏华、 郭志仪， ２０１５）， 故本文以

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企业所在城市的劳动力流入， 计算公式为： 劳动力净流入率 ＝

（流入劳动力—流出劳动力） ／该城市总人口。 在后文中， 我们按照流入劳动力是否拥

有大学学历将其划分为高人力资本流入和一般劳动力流入。 此外， 参考其他衡量劳动

力流动的方法， 在后文的稳健性测试中， 本文将以 “常住人口 －户籍人口”、 “１ － 户籍

人口 ／常住人口” 等作为替代变量。

在引才政策的衡量方面， 劳动力净流入和企业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内生

性问题。 地区经济增长可能是迁移的原因而非结果， 蓬勃的经济发展将吸引更多的劳动

力和公司进入， 也允许更多的劳动力在更具有生产力的区域集聚 （Ｂｒｙａｎ ＆ Ｍｏｒｔｅｎ，

２０１９）。 Ｇｉａｎｎ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在解释具有国外经历的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因果效应时， 使

用各省份不同时点颁布的引进国际人才的政策作为工具变量。 故本文参考他们的做法，

引入中国各城市在样本年份前不同时点是否颁布人才引进政策作为劳动力净流入的工具

变量。 一方面， 引才政策会降低迁移成本， 引导劳动力在不同城市流动， 劳动力会根据落

户限制和激励制度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 （梁琦等， ２０１３）。 另一方面， 引才政策是政府行为，

城市层面的政策冲击对企业来讲是相对外生的， 不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引才政

策只有在扩大人力资本池子， 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构成和知识溢出后， 才会影响企业表现。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 参考已有文献， 本文控制了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其他相关因

素。 其中， 企业层面的因素包括： 是否是国有企业、 公司年龄、 公司规模、 总资产净

利润率、 成长机会、 经营净现金流量、 资产负债率、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营业收入

增长率； 城市层面的因素包括： 财政支出规模、 经济增长、 人口增长、 公共服务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 上述变量的具体定义和计算详见表 １。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ＬＰ 法） 参考鲁晓东和连玉君（２０１２）， 使用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Ｐｅｔｒｉｎ 方法计算得到

核心解释变量

劳动力净流入率 （流入劳动力—流出劳动力） ／ 总人口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率 （大专及以上劳动力流入—大专及以下劳动力流出） ／ 总人口

一般劳动力流入率 （高中及以下人口流入—高中及以下人口流出） ／ 总人口

稳健性检验

（换核心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ＷＲＤＧ 法） 使用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９）方法计算得到

全要素生产率（ＭｒＥｓｔ 法） 使用 Ｍｏｌｌｉｓｉ ＆ Ｒｏｖｉｇａｔｔｉ（２０１７）方法计算得到

劳动力净流入率的替代指标 １ 参考叶文平等（２０１８）， 计算“１ － 户籍 ／ 常住”得到

劳动力净流入率的替代指标 ２ 计算“常住 － 户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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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企业层面

（控制变量）

国有企业 虚拟变量（是 ＝ １， 不是 ＝ ０）

公司年龄 ｌｎ（统计年份—上市年份）

公司规模 ｌｎ（员工总数）

总资产净利润率 企业的净利润 ／ 当年拥有的总资产

成长机会 托宾 Ｑ 值

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 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 ＝ 负债合计 ／ 总资产

股权集中度（％ ） 公司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

营业收入增长率 （当年营业收入—上一年营业收入） ／ 上一年营业收入

城市层面

（控制变量）

财政支出规模 财政支出 ／ ＧＤＰ

经济增长 （本年度 ＧＤＰ—上年度 ＧＤＰ） ／ 上年度 ＧＤＰ

人口增长 （本年度人口—上年度人口） ／ 上年度人口

公共服务水平 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计算的基于教育和医疗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 ＧＤＰ

企业人力资本渠道
企业家人力资本 高管平均受教育年限

员工一般人力资本 本科以上员工人数 ／ 员工总人数

企业创新机制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创新投入指标 １： 研发投入 ／ 总资产

创新投入指标 ２： 研发投入 ／ 销售总收入

创新产出指标 １： ｌｎ（１ ＋ 专利申请总数）

创新产出指标 ２： ｌｎ（１ ＋ 发明专利） ／ ｌｎ（１ ＋ 专利申请总数）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到。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２ 列示了描述性统计的基本结果。 其中， 全要素生产率的最小值为 ２ ７５５， 最大

值为 １１ ２５８， 说明中国各企业生产率的差异较大。 平均而言， 中国各城市劳动力净流

入率在 １１％左右， 与宏观统计数据接近。 其中， 深圳和东莞是外来劳动力最多的城市，

劳动力净流入率高达 ６０％以上。 虽然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中国人口平均教育年限已从 ７ １１４

年升至 ９ ０７７ 年， 流动劳动力的教育结构逐步升级， 但高人力资本净流入占所有外来

劳动力的比例仍不足 １５％ ， 说明中国流动人口中携带人力资本的适龄劳动力比例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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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并且高人力资本净流入主要集中在深圳、 北京、 上海和广州等城市， 表明高人力

资本净流入与企业生产率都存在分布不均的现状。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全要素生产率 ３０４０１ ８ ３８９ １ １１５ ２ ７５５ １１ ２５８

劳动力净流入 ３０４０１ ０ １１３ ０ １７６ － ０ ３４８ ０ ６６２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３０４０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７６

一般劳动力流入 ３０４０１ ０ ０９９ ０ １５５ － ０ ３２９ ０ ５９１

是否颁布引才政策 ３０４０１ ０ ７０７ ０ ４５５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国有企业 ３０４０１ ０ ４５４ ０ ４９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企业年龄 ３０４０１ ２ １２１ ０ ７１０ ０ ６９３ ３ ２１９

企业规模 ３０４０１ ７ ５７５ １ ３１０ ０ ０００ １０ ９４５

总资产净利润率 ３０４０１ ０ ０３３ ０ １２２ － １４ ５８６ ０ ２１５

托宾 Ｑ 值 ３０４０１ １ ９６１ １ ２４２ ０ １５３ ８ ０１２

净现金流量 ３０４０１ ０ ０４４ ０ １０４ － １０ ２１６ ０ ２５６

资产负债率 ３０４０１ ０ ４５６ ０ ２１３ － ０ １９５ １ ０６９

股权集中度（％ ） ３０４０１ １８ ３９６ １７ ７８４ ０ ０３６ ６７ ０８６

营业收入增长率 ３０４０１ ０ ２０４ ０ ５２４ － １ ０００ ３ ７４１

财政支出规模 ３０４０１ ０ １３７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８ ０ ２７７

经济增长 ３０４０１ １０ ９１５ ３ ３３７ － ３９ ８００ １８ ２００

人口增长 ３０４０１ ４ ９４４ ５ ２１１ － ７ ６６０ ２０ １３０

公共服务水平 ３０４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对外开放水平 ３０４０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２９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二）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对劳动力净流入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结果列示于表 ３。 第

（１） 列为普通 ＯＬＳ 的回归结果， 劳动力净流入率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劳动

力净流入会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同时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 第 （２） 列展示了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的回归结

果， 引才政策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城市在实施引才政策后， 劳动力净流入率将

提升。 此外，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远大于 １０，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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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列为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与 ＯＬＳ 结果一致， 劳动力净流入率的

系数仍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并且系数值相较于 ＯＬＳ 增大， 可能是 ２ＳＬＳ 缓解了 ＯＬＳ

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得到了更为无偏的估计系数。 这进一步表明劳动力净流入有利

于扩大企业生产率。 换言之， 流动引致的劳动力分布差异是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原因之

一， 劳动力净流入率越高的城市， 城市内企业的生产率也会更高。 从经济意义上看，

劳动力净流入每上升 １ 个标准差，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将上升 １５ ７７％ （ ＝ ０ １７６ ×

０ ８９６）。 这说明劳动力净流入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止在统计上显著， 在经济意义上

也是显著的。

根据顶级技能互补理论， 外来高人力资本和本地高人力资本之间协作能促进知识

溢出， 形成高级技能之间的互补和共鸣， 进而促进创新和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而根据

极端技能互补理论， 外来一般劳动力能为本地劳动力提供生活保障和工作协作， 也可

能促进劳动力生产率提升。 因此， 为探究高人力资本和一般劳动力流入是否都会增加

企业生产率， 本文根据学历层次对流入劳动力进行划分， 其中， 高人力资本是指拥有

大学学历的劳动力， 一般技能劳动力则是指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

结果列示于表 ３ 第 （４） 列， 我们发现，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则不显著。 这说明， 高学历劳动力净流入对提升企业生产率发挥了

最主要作用。 相较于中低学历人口， 高等学历人口流入携带了更多的知识、 技术和管

理经验， 而这些知识和技能将带来更多生产要素之外的效率提升。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企业生产率 （ＴＦＰ） 将增加 ７ ５３％ （ ＝０ ０２５ × ３ ０１０）。

表 ３　 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跨区配置的生产率效应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ＯＬＳ （３）２ＳＬＳ （４）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净流入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净流入率
０ ４８１∗∗∗

（６ ３５２）
—

０ ８９６∗∗∗

（４ ８０３）
—

是否颁布引才政策 —
０ １５０∗∗∗

（２７ ３０９）
—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 —
３ ０１０∗∗∗

（３ ５６８）

一般劳动力流入 — — —
０ １６３

（１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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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ＯＬＳ （３）２ＳＬＳ （４）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净流入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国有企业
０ １９１∗∗∗

（６ ９７２）
－ ０ ０２１∗∗∗

（ － ３ ８９７）
０ １９９∗∗∗

（７ ２２０）
０ １８７∗∗∗

（６ ７８９）

公司年龄
０ ０３７∗∗

（２ １３４）
－ ０ ０１９∗∗∗

（ － ５ ６７７）
０ ０４６∗∗

（２ ５７０）
０ ０４０∗∗

（２ ２９３）

公司规模
０ ４０７∗∗∗

（２８ ８４５）
０ ００１

（０ ５７５）
０ ４０７∗∗∗

（２８ ８１６）
０ ４０７∗∗∗

（２８ ８５５）

总资产净利润率
１ ０５７∗∗

（１ ９９０）
０ ００４

（０ ５６６）
１ ０５１∗∗

（１ ９８４）
１ ０５４∗∗

（１ ９８７）

托宾 Ｑ
－０ １２７∗∗∗

（ － １２ ４６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１２）
－ ０ １２７∗∗∗

（ － １２ ３８７）
－ ０ １２８∗∗∗

（ － １２ ５５７）

现金流量
０ ２５６

（１ ４８１）
－ ０ ００４

（ － ０ ３００）
０ ２６１

（１ ５３８）
０ ２５９

（１ ４８７）

资产负债率
０ ７８２∗∗∗

（７ ３３８）
－ ０ ０２７∗∗

（ － ２ ３０８）
０ ７９４∗∗∗

（７ ４７３）
０ ７７９∗∗∗

（７ ３２０）

股权集中度
０ ００６∗∗∗

（９ ５２４）
０ ０００

（１ ６０９）
０ ００６∗∗∗

（９ ４５７）
０ ００６∗∗∗

（９ ５２８）

营业收入增长率
０ ２４６∗∗∗

（１１ ８２９）
－ ０ ００１

（ － ０ ５９５）
０ ２４６∗∗∗

（１１ ９０２）
０ ２４５∗∗∗

（１１ ８３５）

城市财政支出规模
０ ４７８∗∗

（２ １２５）
０ ４８８∗∗∗

（９ ８０５）
０ ２８７

（１ １９８）
０ ０７１

（０ ２６６）

城市 ＧＤＰ 增长率
－ ０ ００３

（ － ０ ７７５）
－ ０ ０１７∗∗∗

（ － １４ ２２０）
０ ００４

（０ ７９４）
－ ０ ００２

（ － ０ ５４３）

城市人口增长率
－ ０ ００９∗∗∗

（ － ４ １９５）
０ ０１３∗∗∗

（１８ ４２５）
－ ０ ０１５∗∗∗

（ － ４ ４５７）
－ ０ ０１０∗∗∗

（ － ４ ４５４）

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１９ ０９３∗∗

（２ ５２８）
５ ５０６∗∗∗

（３ ４７３）
１７ ６８８∗∗

（２ ３４０）
２４ ００９∗∗∗

（３ ０５９）

城市对外开放水平
１ ９２９∗∗∗

（４ １２７）
１ ３３７∗∗∗

（１２ ６１４）
０ ９４５

（１ ５３４）
２ ０７８∗∗∗

（４ ４１８）

常数项
４ ６５５∗∗∗

（４２ ５５９）
０ ０４１∗

（１ ７３３）
４ ５７５∗∗∗

（３３ ２０８）
４ ６８２∗∗∗

（４２ ７０１）

第一阶段 Ｆ 值 — ７４５ ７７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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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ＯＬＳ （３）２ＳＬＳ （４）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净流入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５７５ ０ ４１３ ０ ５７２ ０ ５７５

　 　 注： 括号内为根据企业聚类的 ｔ 统计量 （或 ｚ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

著； 在第 （２） 列中， 弱工具变量检验采用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统计量。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三） 机制检验

首先， 本文对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效应进行检验。 根据上文， 我们发现劳动力净流

入， 尤其是高人力资本净流入是企业生产率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 净流入率越高的城市，
企业生产率也越高。 这与 Ｃａｌｃａｇｎｉ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的研究有相同之处， 即外来人力资本

分布不均是生产率差异的原因之一。 但正如前文所述， Ｃａｌｃａｇｎｉ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指出意

大利内部移民流造成了南北之间持续的生产力增长差异， 进而在总体水平上阻碍了全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参考中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现状， 内部移民几乎是单向从中西

部向东部地区迁移， 那么， 劳动力净流入为负 （即劳动力流出） 的城市是否不利于企

业生产率的增长？ 若劳动力流出对流出地企业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将说明中国

劳动力流入地企业的生产率升级是以牺牲劳动力流出地企业生产率为代价， 这种区域

不平衡将会阻碍中国生产率的总体增长。
但幸运的是， 我们并未发现劳动力净流入地的生产率增长是以劳动力流出地的生

产率损失为代价的证据。 参照表 ４ 第 （１） 列至第 （３） 列， 在劳动力净流入大于零的

城市， 劳动力净流入显著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 且这种结果在缓解内生性后的 ２ＳＬＳ 回

归中更为显著。 同时， 高级人力资本流入依然对企业生产率提升发挥着主导作用。 但

在劳动力净流入小于零 （即实际上人口净流出） 的城市， 如表 ４ 第 （４） 列至第 （６）
列所示， 流出未对企业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 且无论是高级人力资本流出， 还是一般

劳动力流出， 都未对企业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 这说明，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同时实现

了流入地和流出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减少了劳动力市场错配 （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的可能性。 流入地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原因可能是， 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使适

龄劳动力和高人力资本在最合适的城市和企业配置， 进而提升了流入地企业的生产率。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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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允许工人和企业之间更有效的匹配， 当高质量劳动力和高质量企业相匹配时，

同质性匹配使平均生产力提升。 流出地企业生产率未受到损失的原因可能是， 劳动力

流出使流出地资源错配的可能性变小。 流出地企业对劳动力技能需求低和劳动力技能

相对较高的供求矛盾可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得到改善 （Ｃａｌｃａｇｎ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综

上， 劳动力流动会使流入地和流出地劳动力市场错配的可能性变小， 同时提升流入和

流出地的资源配置效率。

表 ４　 资源配置的生产率效应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４）ＯＬＳ （５）２ＳＬＳ （６）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净流入率大于 ０ 劳动力净流入率小于 ０

劳动力净流入
０ ４７２∗∗∗

（４ ２７４）
１ ０８７∗∗∗

（２ ９２８）
—

－０ ０４５
（ － ０ １０３）

２ １１８
（０ ５９７）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
３ ４０９∗∗∗

（３ １８２）
— —

－０ ７３４
（ － ０ ２１９）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
０ １７８

（１ １０３）
—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第一阶段 Ｆ 值 — ２５２ ６５７ — — ２１ ４８５ —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２１２７０ ２１２７０ ２１２７０ ９１３０ ９１３０ ９１３０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５７８ ０ ４９７ ０ ５７８ ０ ５９６ ０ ５１６ ０ ５９６

　 　 注： 括号内为根据企业聚类的 ｔ 统计量 （或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

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其次， 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效应进行检验。 正如前文所述， 高技能和高

学历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 外来劳动力是 “企业家、 投资者和员工” 的重要来源。 而

异质性人力资本投入将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廖冠民、 宋蕾蕾， ２０２０）， 且企业

家精神是增强企业生产率的主要渠道 （Ｇｅｎｎａｉｏ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参考 Ｇｅｎｎａｉｏ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廖冠民和宋蕾蕾 （２０２０） 的研究， 我们使用高管平均

学历、 高学历员工占比分别作为企业家资本和员工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 高管平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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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计算方法如下： 高中、 中职、 中专及以下的取 １， 大专取 ２， 本科取 ３， 硕士取 ４， 博

士取 ５； 高学历员工占比以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全部员工的比表示。
估计结果参见表 ５ 第 （１） 列至第 （６） 列， 无论是 ＯＬＳ 回归还是 ２ＳＬＳ 回归， 劳动

力净流入率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城市劳动力净流入能扩大企业可供选择的人力资本池

子， 进而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 其中， 第 （１） 列至第 （３） 列结果显示， 劳动力净流

入率的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通过外来劳动力能扩大企业高级人力资本规模，
并进一步提升高管平均学历水平， 且这一结果主要由外来高人力资本流入驱动。 劳动力

净流入影响企业员工学历的结果参见第 （４） 列至第 （６） 列， 劳动力净流入的系数在 ５％
及以上水平显著为正， 表明劳动力净流入能扩大企业员工人力资本规模， 增加企业高学历员

工比例， 同样， 这一结果也主要由外来高人力资本驱动。
综上， 劳动力流入的人力资本效应成立， 劳动力净流入增加了企业高级化和一般

性的人力资本存量。 且我们发现，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始终是增加企业人力资本存量的

主导因素。 这与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 Ｏｒｔｅｇａ （２０１１）、 Ｋａｎｇａｓｎｉｅｍ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的研究一致， 即

迁移劳动力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生产力， 但最明显的是通过他们的个人技能。

表 ５　 高级和一般性人力资本的渠道检验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４）ＯＬＳ （５）２ＳＬＳ （６）ＯＬＳ

高管平均学历 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

劳动力净流入
０ ２００∗∗∗

（４ ９５２）
０ ６５７∗∗∗

（６ ５１４）
—

０ ０２９∗∗

（２ １００）
０ ２０８∗∗∗

（６ ６０４）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
４ ４０９∗∗∗

（８ ９１２）
— —

２ １４７∗∗∗

（１１ ６６６）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
－０ ２９４∗∗∗

（ － ３ ９４７）
— —

－０ ２６６∗∗∗

（ － ９ １７３）

第一阶段 Ｆ 值 — ５９９ ５３０ — — ６８１ ２２６ —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２１３９１ ２１３９１ ２１３９１ １９１２９ １９１２９ １９１２９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２４１ ０ ０８５ ０ ２５３ ０ ４２３ ０ ０３６ ０ ４４２

　 　 注： 括号内为根据企业聚类的 ｔ 统计量 （或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

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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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我们对创新效应进行检验。 劳动力流动加速其附带的知识流动， 为企业

带来新思想、 新技术和新产品， 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 进而使企业生产率得

到提升。 为验证该效应， 本文构建了两个衡量创新投入的代理变量： 一是研发投入 ／

总资产； 二是研发投入 ／ 总销售表示创新投入。 同时也构建了两个衡量创新产出的代

理变量： 一是企业每年申请专利总数的对数； 二是发明专利占总专利比重表示创新

产出。

劳动力净流入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结果参见表 ６ 第 （１） 列至第 （６） 列， 劳动力

净流入率的系数都在 １０％及以上水平显著为正， 表明劳动力净流入能增加企业创新投

入。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的系数都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高人力资本净流入是外

来劳动力提高研发投入的主导力量， 将显著提升研发投入比重。

表 ６　 创新投入的渠道检验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４）ＯＬＳ （５）２ＳＬＳ （６）ＯＬＳ

研发投入 ／ 总资产 研发投入 ／ 总销售

劳动力净流入
０ ００８∗∗

（２ ４１８）
０ ０１７∗∗

（２ ５４６）
—

０ ００６∗∗∗

（３ ８４２）
０ ００６∗

（１ ７０６）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
０ ２５４∗∗∗

（４ ６７４）
— —

０ ０６２∗∗∗

（３ ２０３）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
－０ ０２１∗∗∗

（ － ２ ７８０）
— —

－０ ００１
（ － ０ ３５２）

第一阶段 Ｆ 值 — ５７６ ７６６ — — ５７８ ０２５ —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１８７１４ １８７１４ １８７１４ １８７０４ １８７０４ １８７０４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３２０ ０ ０８９６ ０ ３２３ ０ ３７２ ０ ０９８ ０ ３７３

　 　 注： 括号内为根据企业聚类的 ｔ 统计量 （或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

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进一步地， 我们对创新产出的渠道进行检验。 劳动力净流入影响专利总数的结果

参见表 ７ 第 （１） 列至第 （２） 列， 劳动力净流入影响专利总产出的结果在 ５％ 及以上

水平显著为正， 这说明劳动力净流入显著增强了企业创新能力。 劳动力净流入影响发

明型专利占比的结果也在 ５％及以上水平显著为正， 这说明， 劳动力流入不止增加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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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数量， 同时也提升了创新的质量。 我们同样考察了外来高人力资本净流入对创新

的影响， 研究发现， 外来高人力资本是外来劳动力影响企业创新的主导力量。

表 ７　 创新产出的渠道检验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４）ＯＬＳ （５）２ＳＬＳ （６）ＯＬＳ

专利总数 发明型专利占比

劳动力净流入
０ ５５１∗∗∗

（４ １３４）
０ ７６５∗∗

（２ ３４１）
—

０ ０８５∗∗∗

（２ ７０５）
０ １７４∗∗

（２ ２６９）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
３ ９４９∗∗

（２ ４８２）
— —

１ ３１９∗∗∗

（３ ３１０）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
０ １４２

（０ ５９７）
— —

－０ ０７２
（ － １ １４９）

第一阶段 Ｆ 值 — ６５４ ４８５ — — ５１２ ７９７ —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２３７４３ ２３７４３ ２３７４３ １２８１２ １２８１２ １２８１２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４６３ ０ １０６ ０ ４６３ ０ １０２ ０ ０１９ ０ １０４

　 　 注： 括号内为根据企业聚类的 ｔ 统计量 （或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

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四） 稳健性检验

１ 更换企业生产率的度量方法

本文尝试使用不同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种方法参考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２００９），

考虑序列相关和异方差的情况下， 在 ＧＭＭ 框架下得到 ＬＰ 法的估计结果。 第二种方法参

考 Ｍｏｌｌｉｓｉ ＆ Ｒｏｖｉｇａｔｔｉ （２０１７）， 在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２００９） 框架下， 使用动态面板工具变量法

进行修正。

回归结果参见表 ８ 第 （１） 列至第 （４） 列。 劳动力净流入率和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仍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具有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净流入仍是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主

导因素。 高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企业生产率将提升 ６ ５２％ ～ ７ ７２％ 。 这与基

准回归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且系数差异不大， 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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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企业生产率的不同测量指标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４）ＯＬＳ （５）２ＳＬＳ （６）ＯＬＳ

ＷＲＤＧ 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ＭｒＥｓｔ 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净流入
０ ３６２∗∗∗

（５ ０３７）
０ ６６９∗∗∗

（３ ７５７）
—

０ ４９２∗∗∗

（６ ２９４）
０ ８９４∗∗∗

（４ ６５２）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
２ ６０８∗∗∗

（３ ３４２）
— —

３ ０８９∗∗∗

（３ ６４０）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
０ ０７９

（０ ６１０）
— —

０ １６５
（１ １５９）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５３９ ０ ４６９ ０ ５３９ ０ ５７３ ０ ４９５ ０ ５７４

　 　 注： 括号内为根据企业聚类的 ｔ 统计量 （或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

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２ 更换劳动力流入的测度方法

这一部分， 我们尝试使用常住和户籍人口计算流动人口规模， 以 “１ －户籍 ／常住” 和

“常住 －户籍” 替代劳动力净流入。 结果参见表 ９ 第 （１） 列至第 （４） 列， 劳动力流入对企

业生产率的影响始终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９　 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４）２Ｓ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常住人口 － 户籍人口
０ ０３５∗∗∗

（８ ４８０）
０ ０５５∗∗∗

（４ ５４５）
— —

１ － 户籍人口 ／ 常住人口 — —
０ ２５２∗∗∗

（５ ０１９）
０ ９９７∗∗∗

（４ ４３０）

第一阶段 Ｆ 值 — ７００ ９３８ — ４８５ ７９６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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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４）２Ｓ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２８５７７ ２８５７７ ２８５７７ ２８５７７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５８３ ０ ５１７ ０ ５７９ ０ ４９６

　 　 注： 括号内为根据企业聚类的 ｔ 统计量 （或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

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３ 使用外来劳动力流量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探究了劳动力流入存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为进一步挖掘外

来劳动力流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我们根据流动劳动力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反推劳

动力流入的真实时间①， 并形成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的面板数据。 回归结果参见表 １０ 第 （１）

列至第 （３） 列， 劳动力净流入和高人力资本净流入都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与基准回归不同的是，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率同样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说明， 在短期内， 一般劳动力流入可能与高级人力资本产生极端技能互补， 进而促

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表 １０　 劳动力净流入 （流量） 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净流入
２ １０１∗∗∗

（５ ２５１）
５ ００６∗∗∗

（３ ２９０）
—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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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先将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的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统一为： 半年以下、 半

年至一年 （不满一年）、 一年至两年 （不满两年）、 两年至三年 （不满三年）、 三年至四年

（不满四年）、 四年至五年 （不满五年）、 五年及以上。 进一步地， 我们剔除半年以下及半年至

一年的样本， 将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至两年算作已流动一年， 并反推劳动力流入时间， 重新计

算劳动力净流入率， 最终得到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举例而言，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

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若某劳动力填写已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至两年 （不满两

年）， 则将其算作 ２００９ 年流入的劳动力。 ２００９ 年劳动力净流入率 ＝ （劳动力流入 － 劳动力流

出） ／总人口。



续表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
５ ９５７∗∗

（２ ２６２）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
１ ４６９∗∗

（２ ２５５）

第一阶段 Ｆ 值 — ７４５ ７７０ —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１７０９９ １７０９９ １７０９９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５４３ ０ ４７０ ０ ５４３

　 　 注： 括号内为根据企业聚类的 ｔ 统计量 （或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

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４ 仅考虑全国人口普查以及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年份

考虑到前文我们使用普查数据匹配当年及之后四年数据， 在下表中， 我们仅保留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 回归结果参见表 １１ 第 （１） 列至第 （３）

列。 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劳动力净流入率与高人力资本净流入率皆在 １％水平上

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相比， 系数波动幅度较小，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

健性。

表 １１　 仅保留普查和小普查年份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净流入
０ ５５４∗∗∗

（５ ７５８）
—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
３ ８８９∗∗∗

（３ ６７８）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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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
０ １２１

（０ ６８０）

第一阶段 Ｆ 值 — ５４８ ０７８ —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４６３１ ４６３１ ４６３１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５８５ ０ ５１３ ０ ５８６

　 　 注： 括号内为根据企业聚类的 ｔ 统计量 （或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

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五） 异质性检验

在前文的分析中， 本文主要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何种影响。 但在实

际情况中， 异质性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企业生产率效应存在调节作用。 故这一部

分， 本文通过加入劳动力净流入率与异质性城市特征的交乘项、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率

与异质性城市特征的交乘项， 来考察不同城市特征是否增强或削弱了劳动力流入的生

产率效应。

１ 城市产业高级化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考虑在差异化产业结构的城市间， 劳动力净流入和外来高人力资本净流入对

企业生产率存在异质性影响。 我们推断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城市， 产业结构趋于完整、

公共服务水平更完善且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在产业高级化的城市， 外来劳动

力， 尤其是外来高人力资本能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 也能匹配到更合适的职位， 这将

对提高企业生产率产生更大影响。

为验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调节效应， 我们在模型中分别加入了劳动力净流入率 ×

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 外来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乘项。 其中，

产业结构高级化使用第三产业产值除以总产值。

表 １２ 第 （１） 列至第 （２） 列的回归结果与我们预期一致， 劳动力净流入率与产业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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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高级化的交乘项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力净流

入的生产率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在产业结构更高级 （即第三产业占比更大） 的城

市， 劳动力净流入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被扩大。 进一步地， 参见表 １２ 第 （３） 列， 我

们发现， 在产业结构更高级的城市， 只有具备高人力资本的外来劳动力的生产率效应

被显著加强。 原因可能是， 外来高技能、 高学历的劳动力能在城市匹配到更合适的工

作岗位， 并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生产率效应。

表 １２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异质性检验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净流入 × 产业结构高级化
０ ０２０∗∗

（２ ４５５）
０ ０３９∗∗

（２ ４２７）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产业结构高级化 — —
０ ２１２∗∗∗

（４ １７６）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产业结构高级化 — —
－０ ００４

（ － ０ ３８４）

劳动力净流入
－ ０ ５７０

（ － １ ３７３）
－ ０ ８９３

（ － １ ０１０）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
－１０ ９６２∗∗∗

（ － ３ ３９４）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
０ ７２９

（１ ４３４）

产业结构高级化
０ ００１

（０ ３７７）
－ ０ ００５∗∗

（ － ２ ０１７）
－ ０ ００１

（ － ０ ７２２）

第一阶段 Ｆ 值 — １６３ １４１ —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５７５ ０ ４９５ ０ ５７６

　 　 注： 括号内为根据企业聚类的 ｔ 统计量 （或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

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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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城市智能化的异质性检验

我们关注智能化差异的城市， 劳动力净流入和外来高人力资本净流入对企业生产

率的影响。 一方面， 智能化和机器人引进对劳动力存在 “替代效应” （ Ｂｏｒｊａｓ ＆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１９）， 在机器人渗透度更高的城市， 劳动力的需求下降， 对中等劳动力的

替代效应尤为显著 （王永钦、 董雯， ２０２０）。 另一方面， 机器人引进也存在着 “创造效

应”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２０）， 人工智能应用会创造新工作技术， 实现相关领域的

人才互补。 因此， 我们推断在智能化程度更高， 即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更高的城市， 劳

动力净流入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被削弱， 但高人力资本净流入的生产率效应则无法被

替代。

为验证城市智能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我们设置了劳动力净流入 × 城市智能化水平的

交乘项、 外来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城市智能化水平的交乘项。 其中， 城市智能化水平使

用两种计算方式， 第一种方式 （城市智能化水平 １） 的计算过程如下： 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中提取企业进口机器人价值的数据①， 将其加总到地级市层面后，

再除以城市 ＧＤＰ。

Ｓｍａｒｔ１ ｃｔ ＝
∑ ｃ

ｒｏｂ＿ｐｒｉｃｅｉｃｔ
ｇｄｐｃ

（３）

其中 ｒｏｂ＿ ｐｒｉｃｅｉｃｔ表示在第 ｔ 年企业 ｉ 加总到城 ｃ 的机器人进口价值， ｇｄｐｃ 则是城市 ｃ

的 ＧＤＰ 水平。

进一步地， 参考王永钦和董雯 （２０２０）， 第二种方式 （城市智能化水平 ２） 的计算

过程如下： 我们使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ＩＦＲ 颁布的国家—行业—时间的数据， 计算衡

量城市智能化水平的指标。

Ｓｍａｒｔ２ ｃｔ ＝ ∑ ｊ

ｒｏｂｏｔ ｊｔ
ｅｍｐ ｊ

×
ｅｍｐｃｊ

ｅｍｐｃ
（４）

其中
ｅｍｐ ｊｔ

ｅｍｐ ｊ
是第 ｔ 年 ｊ 行业机器人使用存量占每万名从业人员的比，

ｅｍｐｃｊ

ｅｍｐｃ
则是 ｃ 城市

中 ｊ 行业从业人员占 ｃ 城市所有从业人员的比重。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工业机器人存量数据来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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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 ＨＳ ８ 位编码筛选进口机器人相关企业， 包括 ８４２４８９２０ （喷涂机器

人）、 ８４２８９０４０ （搬运机器人）、 ８４７９５０１０ （多功能工业机器人）、 ８４７９５０９０ （其他工业机器

人）、 ８４８６４０３１ （工厂自动搬运机器人）、 ８５１５２１２０ （电阻焊接机器人）、 ８５１５３１２０ （电弧焊

接机器人） 和 ８５１５８０１０９ （激光焊接机器人）。



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各个行业人员占比来自 ２００８ 年中国经济普查微观数据①。

回归结果参见表 １３ 第 （１） 列至第 （６） 列， 令人意外的是， 无论是 ＯＬＳ 还是

２ＳＬＳ 回归， 劳动力净流入 ×城市智能化水平 １、 劳动力净流入 × 城市智能化水平 ２ 均

不显著， 这说明机器人渗透并未削弱劳动力净流入的生产率效应。 但当把劳动力净流

入分为高人力资本净流入和一般劳动力净流入后， 我们发现，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与机

器人渗透之间产生了互补效应， 在机器人渗透率高的城市， 外来高人力资本净流入对

企业生产率的作用被显著增强。 原因是可能是机器人的使用和研发都需要高学历和高

技能劳动力， 外来高人力资本能与机器人形成另一种形式的技能互补， 因此， 在智能

化水平较高的城市， 外来高人力资本的生产率效应得到进一步提升。 但同时， 机器人

渗透也对一般劳动力净流入产生了挤出， 使原本没有生产率效应的一般劳动力流入对

企业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机器人替代效应挤出了部分一般劳动力后，

极端技能互补的生产率效应被削弱。

表 １３　 城市智能化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４）ＯＬＳ （５）２ＳＬＳ （６）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净流入 ×
城市智能化水平 １

－ ０ ３４１
（ － ０ ８７８）

－ ０ ６３６
（ － １ １９９）

— — —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城市智能化水平 １

— —
７ ９３７∗∗

（２ １３９）
— — —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城市智能化水平 １

— —
－２ ３８４∗∗

（ － ２ ４６３）
— — —

劳动力净流入 ×
城市智能化水平 ２

— — —
－０ ００２

（ － ０ ６９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７）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城市智能化水平 ２

— — — — —
０ ０３４∗

（１ ６７６）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城市智能化水平 ２

— — — — —
－０ ００８∗

（ － １ ７１７）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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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对原数据做如下处理： 鉴于 ２００６ 年之前， 中国少有行业进口机器人， 故我们将 ２００６ 年

之前的数据剔除； 我们关注中国制造业行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故剔除 ＩＦＲ 中的非制造业行

业； 由于 ＩＦＲ 使用的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第四版）》， 与经济普查使用的中国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与代码 （２００１）》 不一致， 故我们先提取中国经济普查中的行业就业数据两位代

码， 并与 ＩＦＲ 机器人存量数据进行匹配。



续表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４）ＯＬＳ （５）２ＳＬＳ （６）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净流入
０ ５１１∗∗∗

（５ ４３５）
０ ９７９∗∗∗

（４ ３２１）
０ ４８８∗∗∗

（５ ５２５）
１ ００４∗∗∗

（４ １２６）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
２ ２２０∗∗

（２ ２２１）
— —

３ １４６∗∗∗

（２ ９３２）

一般劳动力流入 — —
０ ４１１∗∗

（２ ３３９）
— —

０ １７９
（１ ０６５）

城市智能化水平 １
０ ０８２

（０ ９７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７７）
０ ０６２

（０ ８２９）
— — —

城市智能化水平 ２ — — —
０ ００１

（０ ４２８）
－ ０ ００４

（ － ０ ５１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７０）

第一阶段 Ｆ 值 — ３５７ ７１２ — — ２０ ６１３ —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２７５１６ ２７５１６ ２７５１６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５７５ ０ ４９７ ０ ５７６ ０ ５８４ ０ ５１９ ０ ５８５

　 　 注： 括号内为根据企业聚类的 ｔ 统计量 （或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

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ＩＦＲ 机器人数据库数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３ 本地人力资本存量的异质性检验

我们关注本地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化的城市， 劳动力流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高

技能劳动力存量大的城市会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力资本 （夏怡然、 陆铭， ２０１９）， 人力资

本外部性会加强劳动力之间的知识交换， 形成双向学习、 协同创新的互动模式

（Ｅｅｃｋｈｏｕ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张萃， ２０１９）。 同时， 我们推断， 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城市会加

大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高低技能劳动力间形成极端技能互补， 能进一步促进企业

生产率的提升 （Ｅｅｃｋｈｏｕ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因此， 在本地劳动力学历结构较高的城市， 劳

动力净流入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会扩大， 尤其是外来高人力资本净流入对企业生产率

的影响会因为顶级技能互补而加强。

为探究本地人力资本存量是否正向调节劳动力净流入和外来高人力资本净流入对

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我们在模型中分别加入了劳动力净流入率 × 本地人力资本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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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外来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本地人力资本存量的交乘项。 其中， 本地人力资本存

量 ＝大专及以上学历户籍人口数 ／总人口数， 数据同样来源于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

表 １４ 第 （１） 列给出了本地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调节变量的回归结果。 劳动力净流

入率与本地人力资本存量的交乘项显著为正， 在本地劳动力学历结构较高的城市， 劳

动力净流入对企业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被加强， 但参见表 １４ 第 （２） 列， 这在工具变量

法的检验中并不稳健。 进一步地， 参见表 １１ 第 （３） 列， 我们将劳动力流动分为高学

历和一般学历劳动力净流入， 结果发现， 外来高人力资本和本地高人力资本的交乘项

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外来高学历劳动力和本地高学历劳动力形成的顶级技能

互补存在生产率效应， 在本地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城市， 外来高人力资本的生产率效应

被扩大。 但外来一般劳动力和本地人力资本的交乘项不显著， 表明外来一般劳动力和

本地高学历间的极端技能互补并不存在生产率效应。

表 １４　 本地人力资本存量的异质性检验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力净流入 × 本地人力资本存量
０ ０４６∗∗∗

（３ ４９９）
－ ０ ０４０

（ － ０ ７４２）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本地人力资本存量 — —
０ ３９９∗∗∗

（４ ２９９）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本地人力资本存量 — —
０ ０２４

（１ ３２９）

劳动力净流入
－ ０ ０５６

（ － ０ ３０４）
１ １９４∗

（１ ８０７）
—

高人力资本净流入 — —
－７ ６９４∗∗∗

（ － ３ ６９６）

一般劳动力净流入 — —
０ ５７８∗∗

（２ ４１７）

本地人力资本存量
０ ００４

（１ １６６）
０ ０１６∗∗

（１ ９８４）
０ ００１

（０ ３６８）

第一阶段 Ｆ 值 — １７９ ０２８ —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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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全要素生产率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数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３０４０１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５７７ ０ ４９８ ０ ５７７

　 　 注： 括号内为根据企业聚类的 ｔ 统计量 （或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

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深沪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地级市或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和展望

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已受到人口红利下行的制约， 要获得增长新动能， 需依

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因此， 在人口红利流逝、 适龄劳动力规模缩减的现状下， 劳

动力流动能否提高企业生产率， 进而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高技能劳

动力和一般劳动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 这在中国企业研究层面尚未有

定论。 此外， 学者指出， 劳动力流动引致的生产率空间分布不均是总体生产力提高困

难的重要原因， 这一问题在中国是否存在？ 劳动力流动引致的生产率空间分布不均会

导致中国总体生产力增长困难吗？
本文将劳动力流动、 人力资本配置与企业生产率相结合， 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

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水平提升三个方面， 研究了劳动力净流入提升企业生产率的理论

机制。 研究发现： 第一， 劳动力净流入是 “企业生产率差异” 的原因之一， 劳动力净

流入较高的城市， 城市内企业将获得更多的生产率增长。 第二， 具有高人力资本的劳

动力流动是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 外来高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企业生

产率将提升 ７ ５３％ 。 第三， 劳动力流动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 劳动力净流入会显著提升

企业生产率， 但劳动力净流出并未阻碍企业生产率。 这说明， 劳动力净流入地的生产率

提升并不以流出地企业的生产率损失为代价， 劳动力流动引致的生产率空间分布不均不

会阻碍中国生产力总体增长。 第四， 就微观机制而言， 劳动力净流入通过提升企业人力

资本水平和改善企业创新效率两个机制提升生产率水平。 第五， 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的城市， 劳动力净流入和外来高人力资本流入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 智能化

水平高的城市， 劳动力净流入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不会被削弱， 同时其凭借互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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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外来高人力资本对企业生产率的正面影响； 本地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城市会加强

劳动力净流入的生产率效应， 但主要由与外来高人力资本顶级技能互补效应所驱动。
本研究揭示， 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配置对提升企业生产率， 进而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劳动力流动将通过扩大人力资本池子和改善人力资本再配置，
进而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 激发企业创新和生产活力， 最终提升企业生产率。 进一

步地， 如何降低户籍门槛、 颁布适当的引才政策， 引导不同技能人才和异质性知识集

聚于城市层面， 无疑对提升企业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为 “生产率空间分布不均

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矛盾” 贡献了劳动力流动视角的解释。 中国劳动力净流入引致的

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并不以牺牲流出地企业生产率为代价， 如何引导劳动力流动以实

现资源在最有效率的企业和城市配置， 进而实现中国总体生产率的提升是重要问题。
在大规模的 “抢人大战” 中， 城市不仅要引进人才， 也要放宽一般劳动力流入限制，
促使高学历和一般学历的劳动力都能在流动中匹配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企业和工作，
进而提升企业生产率。

参考文献：

蔡昉（２０１８）， 《中国如何通过经济改革兑现人口红利》， 《经济学动态》 第 ６ 期， 第 ４ －
１４ 页。

程惠芳、 陆嘉俊 （２０１４）， 《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经

济研究》 第 ５ 期， 第 １７４ － １８７ 页。
龚关、 胡关亮 （２０１３）， 《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研究》 第

４ 期， 第 ４ － １５ 页。
黄群慧、 余泳泽、 张松林 （２０１９），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 内在机制与中

国经验》， 《中国工业经济》 第 ８ 期， 第 ５ － ２３ 页。
李春顶、 唐丁祥 （２０１０），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 新—新贸易理论下的我国数据检验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６ 年）》， 《国际贸易问题》 第 ９ 期， 第 １３ － ２１ 页。
李晓阳、 黄毅祥 （２０１４）， 《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联动研究》， 《中国

人口科学》 第 １ 期， 第 ５５ － ６５ 页。
梁琦、 陈强远、 王如玉 （２０１３）， 《户籍改革、 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 《中

国社会科学》 第 １２ 期， 第 ３６ － ５９ 页。

·２８·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卷第 ５ 期



廖冠民、 宋蕾蕾 （２０２０）， 《劳动保护、 人力资本密集度与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管

理》 第 ８ 期， 第 １７ － ３３ 页。
鲁晓东、 连玉君 （２０１２），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７》， 《经济学

（季刊）》 第 ２ 期， 第 ５４１ － ５５８ 页。

罗德明、 李晔、 史晋川 （２０１２）， 《要素市场扭曲、 资源错置与生产率》， 《经济研究》
第 ３ 期， 第 ４ － １４ 页。

钱雪松、 康瑾、 唐英伦、 曹夏平 （２０１８）， 《产业政策、 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基于中国 ２００９ 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中国工业经

济》 第 ８ 期， 第 ４２ － ５９ 页。
任曙明、 吕镯 （２０１４）， 《融资约束、 政府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装备制造

企业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第 １１ 期， 第 １０ － ２３ 页。
王婷、 程豪、 王科斌 （２０２０）， 《区域间劳动力流动、 人口红利与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兼论新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转型》， 《人口研究》 第 ２ 期， 第 １８ － ３２ 页。
王永钦、 董雯 （２０２０）， 《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 ———来自制造业上

市公司的证据》， 《经济研究》 第 １０ 期， 第 １５９ － １７５ 页。
王志鹏、 李子奈 （２００３）， 《外资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 《管理世界》

第 ４ 期， 第 １７ － ２５ 页。

夏怡然、 陆铭 （２０１９）， 《跨越世纪的城市人力资本足迹———历史遗产、 政策冲击和劳

动力流动》， 《经济研究》 第 １ 期， 第 １３２ － １４９ 页。
颜咏华、 郭志仪 （２０１５）， 《中国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

人口·资源与环境》 第 １０ 期， 第 １０３ － １１０ 页。
叶文平、 李新春、 陈强远 （２０１８）， 《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机制与证

据》， 《经济研究》 第 ６ 期， 第 １５７ － １７０ 页。
张萃 （２０１９）， 《外来人力资本、 文化多样性与中国城市创新》， 《世界经济》 第 １１ 期，

第 １７２ － １９２ 页。
张杰、 李克、 刘志彪 （２０１１）， 《市场化转型与企业生产效率———中国的经验研究》，

《经济学 （季刊）》 第 ２ 期， 第 ５７１ － ６０２ 页。

张杰、 李勇、 刘志彪 （２００９）， 《出口促进中国企业生产率提高吗？ ———来自中国本土

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３》， 《管理世界》 第 １２ 期， 第 １１ － ２６ 页。
赵宸宇、 王文春、 李雪松 （２０２１），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财贸

经济》 第 ７ 期， 第 １１４ － １２９ 页。

·３８·

张艺川、 梁权熙： 劳动力流动、 人力资本跨区配置与企业生产率



祝宝良 （２０２０）， 《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 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清华金融评论》

第 １１ 期， 第 ４９ － ５１ 页。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Ｄａｒｏｎ ＆ Ｐａｓｃｕａ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２０） ．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Ｊｏｂ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２８ （６）， ２１８８ － ２２４４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Ｓｈａｉ，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ＭｃＱｕａｄｅ ＆ Ｂｅａｔｒｉｚ Ｐｏｕｓａｄａ （ ２０１８ ）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ｋｉｌｌｅ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７４８

Ｂｏｒｊａｓ， Ｇｅｏｒｇｅ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１９） ． Ｆｒｏｍ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ｏ Ｒｏｂｏ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ｏｃｕ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ＲＳ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 （５）， ２２ － ４２

Ｂｏｓｅｔｔｉ，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ａ，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Ｃａｔｔａｎｅｏ ＆ Ｅｌｅｎａ Ｖｅｒｄｏｌｉｎｉ （２０１５）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６ （２），
３１１ － ３２２

Ｂｒａｕｎｅｒｈｊｅｌｍ， Ｐｏｎｔｕｓ， Ｄｉｎｇ Ｄｉｎｇ ＆ Ｐｅｒ Ｔｈｕｌｉｎ （２０２０） ．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ｅｕｒｏｅｃｏｒｅｖ ２０２０ １０３３８６

Ｂｒｏｗｎ，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 Ｅａｒｌｅ， Ｍｅｅ Ｋｉｍ ＆ Ｋｙｕｎｇ Ｌｅｅ （２０２０）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Ｉｎａ Ｇａｎｇｕｌｉ， Ｓｈｕｌａｍｉｔ Ｋａｈｎ ＆ Ｍｅｇａｎ
ＭａｃＧａｒｖｉｅ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Ｕ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ｐｐ １４９ － １７１

Ｂｒｙａｎ， Ｇｈａｒａｄ ＆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Ｍｏｒｔｅｎ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２７ （５）， ２２２９ －２２６８

Ｃａｌｃａｇｎｉｎｉ，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Ｍａｒｉｎ ＆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Ｐｅｒｕｇｉｎｉ （ ２０２１ ） ． Ｌａｂｏｕｒ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５７， ３０８ － ３２０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Ｇｉｌｌｅｓ ＆ Ｄｉｅｇｏ Ｐｕｇａ （２００４） ． Ｍｉｃ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Ｖｅｒｎｏｎ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Ｔｈｉｓｓｅ （ 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４） ．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ｐｐ ２０６３ －２１１７
Ｅｅｃｋｈｏｕｔ， Ｊａｎ，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Ｐｉｎｈｅｉｒｏ ＆ Ｋｕｒｔ Ｓｃｈｍｉｄｈｅｉｎｙ （２０１４）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２２ （３）， ５５４ － ６２０

Ｆａｇｇｉａｎ，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ａ ＆ Ｐｈｉｌｉｐ ＭｃＣａｎｎ （２００９ ） ．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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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３ （２）， ３１７ － ３３３

Ｆａｇｇｉａｎ，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ａ， Ｉｓｈａ Ｒａｊｂｈａｎｄａｒｉ ＆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Ｄｏｔｚｅｌ （２０１７）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５１ （１）， １２８ － １４３

Ｇｅｎｎａｉｏｌｉ， Ｎｉｃｏｌａ， Ｒａｆａｅｌ Ｐｏｒｔａ， 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ｏ 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 ＆ 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 ２０１３ ） ．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８
（１）， １０５ － １６４

Ｇｉａｎｎｅｔｔｉ， Ｍａｒｉａｓｓｕｎｔａ， Ｇｕａｎｍｉｎ Ｌｉａｏ ＆ Ｘｉａｏｙｕｎ Ｙｕ （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Ｇａｉｎ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ｏａｒｄ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７０ （４）， １６２９ － １６８２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 ＆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 Ｏｒｔｅｇａ （２０１１） ． Ｈｏｗ Ｄｏ Ｖｅｒｙ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ｏ Ｌａｒｇ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Ｌａｂｏｕ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８ （１）， ５７ －７０
Ｈｓｉｅｈ， Ｃｈａｎｇ⁃Ｔａｉ ＆ Ｐｅｔｅｒ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９） ． 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Ｆ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４ （４）， １４０３ － １４４８
Ｈｕｎｔ，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 Ｍａｒｊｏｌａｉｎｅ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Ｌｏｉｓｅｌｌｅ （２０１０） ．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Ｄｏｅ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ｏ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 （２）， ３１ － ５６
Ｋａｎｇａｓｎｉｅｍｉ， Ｍａｒｉ， Ｍａｔｉｌｄｅ Ｍａｓ，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Ｓｅｒｒａｎｏ （ ２０１２ ）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Ｓ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８ （３）， ３３３ － ３４３
Ｋｅｒｒ， Ｓａｒｉ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ｅｒｒ （２０２２）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ｅｖｅｒｓ ｆｏｒ 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ｔ⁃

ｕｐ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ａｎ Ｇｏｏｌｓｂｅｅ ＆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Ｊｏｎｅｓ （ ｅｄｓ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ｐｐ ８５ － １１６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９４） ．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Ａｓｉａｓ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７３ （６）， ６２ － ７８
Ｍａｒé， Ｄａｖｉｄ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ａｂｌｉｎｇ （２０１３）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ｉｃｃａｒｄｏ Ｃｒｅｓｃｅｎｚｉ ＆ Ｍａｒｃｏ Ｐｅｒｃｏｃｏ （ ｅｄｓ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ｐｐ ５９ － ７６
Ｍｏｌｌｉｓｉ， Ｖｉｎｃｅｎｚｏ ＆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Ｒｏｖｉｇａｔｔｉ （２０１７） ．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Ｆ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ａ ＣＥ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９９

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ｘ ＆ Ｎｅｉｌ Ｌｅｅ （２０１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８９ （４）， ３６７ － ３９４

Ｏｚｇｅｎ， Ｃｅｒｅｎ， Ｐｅｔｅｒ Ｎｉｊｋａｍｐ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ｏｏｔ （ ２０１２ ）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Ｎｉｊｋａｍｐ，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ｏｏｔ ＆ Ｍｅｄｉｈａ Ｓａｈｉｎ （ｅｄｓ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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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ｐ ２６１ － ２９８

Ｐｅｒ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 ２０１２ ）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Ｓ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９４ （１）， ３４８ － ３５８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Ｊｅｆｆｒｅｙ （２００９ ） ． 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ｘ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０４ （３）， １１２ － １１４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Ｃｒｏｓ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ｃｈｕａｎ１ ＆ Ｌｉａｎｇ Ｑｕａｎｘｉ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ｒｏ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ｈｏｗ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ｄｏ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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